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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专题

精神文明建设视野下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

张兴宇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移风易俗是一个长期面向基层社会的文化治理实践过程。 在其阶段性治理目标中，

指向精神文明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通常贯穿于对村庄既有风俗事象的适度改造或者彻底革新的

文明化进程之中。 剖析当下移风易俗行动常见的主体对象和实践类型，可知其行动的表层逻辑主

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层面的策略性治理逻辑；二是地方政府层面的现实性权衡逻辑；三是村

庄层面的现代化反应逻辑。 这种国家治理话语下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既有历史性文化治理的逻

辑支撑，也有现代性文明生活的逻辑保障。 正是受到国家总体性治理策略以及各地乡村对于现代

文明建构与反应的深层逻辑影响，移风易俗行动路径在我国各地乡村呈现明显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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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对我国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做

出了一系列工作部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

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 ［ １］ 。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进一步提出“改进创新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 “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等，这为推进当下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指明了新的方

向 ［ ２］ 。 事实上，无论是精神文明建设，还是移风易俗行动，其核心都在于如何更好地让具有

现代性的文明理念在乡土社会之中发挥价值引领作用：一是在情感认知层面，引导乡民形成

较具一致性的村庄文明精神情感认同；二是在行为方式层面，引导乡民能够自觉参与村庄的

现代文明生活实践。 具体而言，尽管我国部分乡村的移风易俗行动实践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

的治理成效，但在乡民日常礼俗生活领域，其实不少村庄仍然面临着移风易俗“悬浮化” “运

动式治理”等现实难题。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国内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就注意到对移风易俗与精神文

明建设这一学术命题展开深入探究的重要价值。 梳理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其研究

旨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学领域侧重于讨论移风易俗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概念

性质 ［ ３］ 、移风易俗政策落实的具体机制 ［ ４］ 及经验启示 ［ ５］ 等方面；二是社会学领域更加关注精

神文明建设背景下移风易俗的基本内容 ［ ６］ 、公共性 ［ ７］ 、社会互动框架 ［ ８］ 等方面；三是民俗学

领域主要探讨移风易俗的思想史 ［ ９］ 、参与主体 ［ １０］ 及应用路径 ［ １１］ 等方面。 我们应该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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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移风易俗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时，作为一项长期性的国家治理实践策略，移
风易俗之所以能够成为展示当下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是因为这背后还牵涉移风易

俗的内在行动逻辑问题。 一方面，学界对于移风易俗与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关注，主要依赖

于对不同时期国家治理话语的转译，因而研究成果呈现冷热不均的现象；另一方面，不少学者

倾向于从基层社区的移风易俗行动实践出发，重点讨论移风易俗实施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
面临的困境和应对策略。

当然，纵览学界以上研究路径，其中还内嵌着一个较为重要的学术议题有待深入讨论，即
精神文明建设视野下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问题。 简言之，本研究需要回应的基本问题是：首
先，精神文明建设视野下的移风易俗行动何以重要？ 如果从推动移风易俗的表层行动逻辑来

审视，国家层面为何将移风易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抓手之一？ 其次，从地方社会推进

移风易俗行动的具体对象、行动类型来看，它又分别对应着什么样的底层行动逻辑？ 最后，基
于对文明价值观念的预设，再到这种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所表征的精神文明建设实践，面向

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乡村社会又是如何应对国家总体性治理逻辑与乡村短期性治理逻辑之

间的文化张力的？ 本文拟从精神文明建设视野下作为国家治理话语形式的移风易俗现象出

发，围绕社会变迁进程中移风易俗行动表现出的国家策略性治理、地方政府现实性权衡、乡村

现代化反应等三重逻辑特征，进而讨论未来乡村社会移风易俗的行动趋向以及经由移风易俗

的行动逻辑走向现代文明的可能性等问题。

二、移风易俗：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在基层社会的策略性治理

实如涂尔干所言，当我们试图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和

它所具有的功能 ［ １２］ 。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历程来看，起初它是作为一

种国家政治性治理话语形式的社会现象而提出的。 在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和乡村

分别完成了从“寄生”到“中心” 、从 “主宰” 到 “依附” 的 “转身” ［ １３］ 。 在此背景下，与物质文

明相呼应，精神文明成为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移风易俗也被纳入国家推行基层治

理的话语表达和实践视野。 一方面，移风易俗的行动空间主要在乡村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的

治理经验表明，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动员广大村民参与移风易俗行动实践，才能真正

将国家精神文明话语或者治理力量下沉至基层社区，进而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另一方

面，移风易俗的行动机制主要在于整合各种风俗治理资源。 通过移风易俗行动促进精神文明

建设，有助于在日常生活场域中提升村民内在的文明凝聚力，并将培育文明的乡风落到实处。
因此，移风易俗与国家治理话语的有机连接，使得城乡之间的精神文明建设有了进一步交流

互动、融合互通的可能性。
（一）指向精神文明：移风易俗的话语形式表达

从具体的话语形式来看，移风易俗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主要表现为一种深度绑定关系。
要想阐释清楚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问题，就要厘清国家面向基层治理时话语形式的选择和建

构策略，同时从主体性视角剖析其与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复杂性关系。 从历史的眼光看，在
中国古代社会，移风易俗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官方维护其统治的一套颇有特色的教化理

论 ［ １４］ 。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已经注意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形势和人们思想意

识、精神状态的转变，因而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移风易俗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

话语形式，被逐步推向精神文明建设的前台。 例如，当时有学者指出，建设精神文明就要发扬

好的习俗，改革陈规陋习，要将移风易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 １５］ 。 时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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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于移风易俗话语形式的建构和表达又出现了新变化。
首先，移风易俗的行动基点是应对乡村治理难题。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代中国社

会的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移风易俗代表着国家层面的治理话语形式，其行动基点与当

下乡村文化振兴、精神文明建设等国家主流话语相契合。 移风易俗话语提出的初衷，主要是

为了探索解决乡村治理难题。 从移风易俗行动路径来看，由国家倡导的 “推动移风易俗、树
立文明乡风”并非一句空头口号，通常表现为保留提倡良风美俗、适度改造现有习俗、彻底变

革歪风陋俗等三个方面①。
其次，移风易俗的主要方式是依托外部社会力量介入。 一地乡村风俗之进退，往往并非

单一的线性发展过程。 国家治理话语下的移风易俗，不是强调各地风俗习惯的自然性变化，
而是要依托各种外部社会治理力量，对现有的不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民众生活方式和观念习

俗进行变革。 移风易俗始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主体内容、基本主题和“关键词语” ，民俗

问题是精神文明建设所面对的主要社会问题，辩证风俗是解决好民俗问题的首要举措，是精

神文明建设活动应予以重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 １６］ 。 因此，在外部社会力量介入移风易俗行动

时，还应充分认知村庄内部的各种风俗习惯和礼俗生活体系②。
最后，移风易俗是展示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移风易

俗行动为何会走在当下我国各地精神文明建设的最前线？ 阐释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涵，还
应明确它不仅是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形式而存在，而且是落实于具体的社会行动实践之中。 从

各地已有经验看，不少参与主体将移风易俗主动纳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范畴，并将其

看作展示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以风俗治理的基本逻辑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移风易

俗通过整合利用传统民俗资源力量，动员多元主体参与移风易俗行动实践，能够构建相对稳

定的精神文明建设运行机制，这为纾解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难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二）移风易俗行动的主体对象

审视精神文明建设视野下的移风易俗行动，其实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治理观念如何有效

下沉至农村社会的过程。 如果移风易俗行动被看作一种社会事实，那么从其乡土实践经验来

看，这一行动主体对象主要涉及地方政府、村两委和普通民众三个方面。
一是地方政府主体。 这一主体在区县层面的移风易俗行动，主要是对国家、省、市移风易

俗政策方针的上传下达，以及制定、推广在地性的移风易俗工作方案；在乡镇街道层面，则是

落实市县布置的各项移风易俗具体工作任务，并将繁杂的工作任务分解给村庄社区。 不难看

出，地方政府主体参与移风易俗行动，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和政策引导式运作

策略，所以各地牵头开展移风易俗的行动主体亦有差异③。 地方政府主体还会组织开展农村

移风易俗专项治理活动，通过政策宣传、创优评先等方式激发移风易俗内生动力，并将移风易

俗视为衡量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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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２０１９ 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 １１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

明乡风的指导意见》 ，将移风易俗视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指标之一，针对乡村社会婚丧嫁娶、人情往来等事象开展

移风易俗行动实践，主要目标是革除农村陋习，倡树乡村新风。
例如，农村移风易俗进程中提倡“丧事简办、婚事新办” ，在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前提下，移风易俗作为一种策略性治

理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农村陈规陋习，减轻人情负担。 需要指出的是，外部社会力量介入阶段性的移风易俗

行动固然有效，但精神文明建设更依赖于村庄内部持久性的风俗治理实践。
有些地区以市区宣传部、文明办、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作为牵头主体，也有一些地区以民政局、妇联等部门作为主要

实施单位指导实施移风易俗工作。 例如，依托地方政府的广播电视宣传阵地，结合“抖音” “今日头条” 等老百姓喜闻乐见

的新媒体宣传媒介，对于改善农村礼俗生活领域的铺张浪费、大操大办行为以及封建迷信、高价彩礼、厚葬薄养等不良社会

风气，能够起到一定的舆论约束作用。



二是村两委主体。 村两委这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移风易俗行动中主要起到信息传

递和工作落实的作用①。 一方面，村两委主体要负责村庄移风易俗的硬件载体建设。 村两委

通过建设乡村图书馆、村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村史馆、移风易俗文化长廊等基础文化设施，
搭建移风易俗日常实践平台。 另一方面，村两委主体是构建移风易俗长效机制的主要参与

者。 因为只有坚持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移风易俗行动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例如，村两委通过

选送移风易俗典型、设置移风易俗积分兑换超市，将文明积分转化为看得见的经济收益和文

化收益，能够不断提高村民的文明意识和文化素质。 当然，指向于基层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不是把乡村看作文化的荒漠，而是要让乡村礼俗传统在移风易俗进程中能够得到有序传承，
让村民享受到更加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

三是普通民众主体。 普通民众是国家开展移风易俗行动的具体对象，这一群体也直接决

定着移风易俗行动的实际成效。 众所周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全面提高农民的

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从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性视角来看，只有充分激活农民群体

参与移风易俗行动的主动性，才能真正带动乡村社会走向文明化。 而在移风易俗行动中，一
个常见的逻辑是发挥乡村文化能人的中介作用，通过整合乡村文化资源，带动村民参与精神

文明建设实践。 例如，可以发挥乡镇退休干部、退休教师、大学生村官、文化协管员等新乡贤

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的文化中间人作用 ［ １７］ ，构建移风易俗行动的民众主体格局。 此

外，村庄红白理事会、乡贤议事会也是移风易俗行动的重要主体之一。 它们依托基层微治理

机制，能够对村庄的婚丧礼俗传统进行倡导性变革，从而把移风易俗行动真正融汇于民众日

常生活之中。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人从实践中产生了对人在文化继替中获得社会性的看法，因而长期

以来也成为中国人实践的内核 ［ １８］ 。 当然，从移风易俗行动的实践成效来看，无论是对地方治

理经验的挖掘，还是对基层社区的治理策略选择，地方政府和村两委普遍倾向于把移风易俗

治理目标视为一种趋向文化自觉的软性行动实践，而非强制性的移风易俗。 因为乡村有其固

有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这些传统风俗治理资源也是移风易俗行动的重要力量。
（三）移风易俗行动的实践类型

应当注意到，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的内在结构和村民生产生活方式出现了明显转型，精神

文明建设视野下的移风易俗行动已经进入深水区，主要面临着建设滞后性、不平衡性等新问

题。 移风易俗是基层治理对风俗异化与社会规则失范的适时回应，规则的社会合法性建构是

顺利推行移风易俗治理的内在逻辑，回应了正式制度社会适应困境的问题 ［ １９］ 。 比如一些乡

村旧风俗具有较强的传承韧性，一时很难更易，而新习俗和新生活方式又未完全建立起来。
一方面，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移风易俗推进工作稍显滞后；另一方面，由于各地风俗治理资

源禀赋存在差异，治理成效呈现不平衡性。 乡村社区有其特定的生活民俗传统，而风俗本身

具有传承性和稳定性特征，在一个相对稳固的时期内，村庄的传统惯习其实很难被短时改变。
当风俗传统与国家治理话语有所碰撞甚至产生冲突时，移风易俗行动实践自然具有了合理

性。 各地移风易俗行动主体存在较大异质性，从其具体的实践机制来分析，主要表现为积极

型和消极型两种行动实践类型。
一是积极型移风易俗行动。 从地方政府、村两委、普通民众行动主体来看，那些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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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市区、镇街等上级部门下达的移风易俗行政性工作任务，村两委负责人除了通过乡村大喇叭、微信群及时通知

村民，还要协助上级部门完成各种与移风易俗、精神文明建设主题相关的文化宣传活动。 他们不仅要负责向村民讲清楚国

家推动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还要明确当下需要移易的风俗事象类型，所以村两委的移风易俗日常工作任务相对更加

繁重。



国家政策且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域通常能够取得不错的文化治理效果。 他们倾向于将移风易

俗主动纳入精神文明建设范畴，积极推动村庄的风俗治理实践。 此类行动主体，大多也会被

塑造为移风易俗行动的地方典型，一些村庄被打造为移风易俗“明星村” ，一些村民被评选为

移风易俗“文化名人” ，当地也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精神文明治理资源和政策支持。 那些积极

型移风易俗行动的乡村，往往民间志愿组织的活跃度也更高。 他们运用国家力量和乡土民俗

资源，发挥文化中间人参与移风易俗的身份优势，引导村民将精神文明内化为一种行动自觉。
从日常生活中的人情交往礼俗来看，这些都是一种难得的精神文明建设资源①。 因为在村民

看来，村庄社区能够达成和谐共处、团结向善的状态，本身就是移风易俗行动的重要成果。
二是消极型移风易俗行动。 国家面向基层社会的治理行为，在村庄有着多样性的反馈和

表达。 审视移风易俗行动实践效果，有些乡村的治理效果“形实兼备” ，的确促进了乡村文明

化的建设目标，也有一些乡村则是“徒有其表” ，出现了“名实不副”现象。 对于一些积极性不

高的移风易俗行动主体，其在移风易俗过程中面临的难题大致相似，比如缺乏地方政府和村

两委的充足经费支持，村庄管理人和乡村能人的社会动员能力不足，缺乏有效的治理空间或

社会资源支持，等等。 对于日常生活主体而言，日常生活往往具有很强的先验性和给定性，它
提供的规则、知识和惯习等都不容置疑，人们习以为常地、理所当然地运用这些来组织个体生

活 ［ ２０］ 。 移风易俗在乡村具体生活场域之中，通常表现为国家与地方社会对于风俗治理的二

元互动状态。 当国家与地方社会对于风俗移易的制度性约束过于强大时，往往在村庄社区表

现为差异化的应对策略。 例如，有些乡村尽管建立了村规民约或者红黑榜评议制度，规定了

移风易俗的具体标准，但是和村民的礼俗生活传统有所脱节，因此监管约束成效并不明显。
并且基层干部大多数以劝导性为主，导致一些移风易俗的 “软办法” 不管用，“硬办法” 不能

用，容易出现局部治理“失灵”现象②。

三、社会变迁中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阐释

在国家层面上，移风易俗体现了国家策略性的治理逻辑。 本质上而言，只要乡村社会文

明程度不断提高，乡民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精神文明建设视野下的移风易俗行动自然就

能够取得新成效。 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渗透在

整个物质文明建设之中，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

移风易俗，是指对于良风美俗的提倡，对于陋俗的排斥。 也就是说，借助风俗的移易，在乡村

中构建一种良好的社会文明生态，这也是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提。 那么这种评判

标准是什么？ 尽管当下能够按照量化数据建立起一套评价体系，但是真正浸润人心的精神文

明，并非依靠单一的量化数字来完成，村庄社区自觉的风俗传承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来说可能

更重要。 从国家整体性的治理策略来看，移风易俗之所以能够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之一，是因为其背后还蕴含着深层的历史治理逻辑。
梁漱溟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就针对精神文明问题提出了 “新乡约、新礼俗” 的乡村建设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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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在贵州黔东南瑶白村，当地侗族民众原本传承着对唱山歌娱乐的传统民俗活动，村民还自发成立了 “ 劝和

会” 。 每当村中有些家庭出现了不易调解的矛盾纠纷而又不足以通过法律部门或者村两委介入调解时，以村庄妇女为主的

“劝和会”成员就会敲锣打鼓，齐唱山歌，共同抬着一块“家和万事兴”牌匾前往村民家调解矛盾，通常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

调解实效。
如在云南石林调研时我们发现，尽管当地区县明确规定了红白喜事宴席标准不能超标，但是一些村庄在给家中幼

童庆贺满月酒时摆宴 １００ 余桌，当地乡民认为满月酒这种诞生礼俗是所在村庄最重要的传统风俗之一，加上家族规模大小

不同，不能单纯以数量指标来评价是否大操大办。



论 ［ ２１］ ，包括同时期晏阳初在河北推广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陶行知在江苏开展的南京晓庄的

乡村生活教育运动 ［ ２２］ ，无不是从乡村教育、教化乡民的移风易俗方式来尝试改变这一群体的

精神面貌，进而推动农村精神文明。 而在民国时期的移风易俗运动，也注重不以区域或文化

作为评定礼俗优劣的标准，而应以其是否适应和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作为衡量优劣的准则 ［ ２３］ 。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于移风易俗的评价颇为中肯，认为它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文明

程度的提高，而且与改造国家的宏伟事业紧密相连，运用强制打击、说服教育、经济保障、舆论

宣传、群众动员相结合的手段，多管齐下，营造良好社会风气 ［ ２４］ 。 改革开放以来，移风易俗行

动逐渐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要素。 例如，１９８６ 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明确提出，在广大城乡积极开展移风易俗的活动，提倡文明健

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克服社会风俗习惯中还存在的愚昧落后的东西。 婚嫁丧葬中的陋习要改

革，封建迷信要破除。 １９９５ 年，由中宣部、农业部等部门牵头下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活动的若干意见》 ，这一文件也是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对农村地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

活动进行工作指导，大大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进程 ［ ２５］ ，其中特别提出移风易俗是转

变社会风气、提高农民道德水准的一项长期重要的任务。
从国家层面来看，国家更加重视总体性的社会治理逻辑。 一些民俗学者将移风易俗看作

国家对民俗的改革，而从生活方式的变革视角来看，社会主义社会有更多的有利条件来推动

移风易俗，其中也包括国家的政策法令和行政措施，但更多的是宣传教育工作 ［ ２６］ 。 也有学者

从法律与风俗的关系视角讨论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差异问题，认为风俗习惯毕竟属于自发性

的社会规范，乡村“风俗之治”与国家“法律之治”的治理范围及治理机制并不一致，前者更多

地属于“私权自治” ，而后者更多地反映了“公权他治” ，国家法不宜过多介入属于风俗调整的

范畴 ［ ２７］ 。 还有学者将移风易俗视为一种服务工作，要贯彻“简单易行、切实可行、就近方便、
力所能及”的原则，通过提供各种服务，让人们把过去的陋习转化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 ２８］ 。 因

此，国家在制定移风易俗行动的总体性政策方针时，不仅需要考虑到探索建立管用有效的移

风易俗工作机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还需要充分照顾到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

文化传统，且在尊重地方习俗的前提下，兼顾群众的生活习惯及其对移风易俗的接受程度。
一方面，运用现代乡村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发挥乡村传统的风俗治理资源优势，调动村庄社区

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引领，构建价值认同，促进移风易俗的文明实践养成。 另外，
依托乡村文化能人的示范引领作用，让普通乡民在移风易俗进程中不断浸润良风美俗，将中

华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观念转化为乡民的行为习惯和日常准则。
在地方政府层面上，移风易俗体现了地方政府的现实性权衡逻辑。 从地方社会的主体性

视角来审视，地方政府对于当地移风易俗行动的开展，不仅要提供政策方面的指导，还要把相

关的风俗治理资源、人员、专项资金等要素下沉到基层社区，从而为移风易俗行动提供相应的

工作保障。 张勃曾指出，移风易俗的实质是对社会现状的干预，就是一些人 （他们往往是统

治者或者社会精英，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掌握更多的权力和资源）在一定的观念支配下，通
过有组织的活动打破现存状态，使之朝向另外一种状态变化的过程。 移风易俗往往导致风俗

移易，是风俗发生变化的重要作用力 ［ ２９］ 。 从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来看，推动精神文明建

设开创新局面，一个基本前提是利用好移风易俗的实践平台载体。 因为移风易俗行动与精神

文明建设相类似，都要落实于具体的空间和平台之中才能有效推进。 从现实性的实践视角考

量，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主要涉及“运动式”行动逻辑和“先易后难式”行动逻辑两种类型。
所谓“运动式”行动逻辑，主要是指依据自上而下的行政式任务开展移风易俗的行动实

践，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例如，有些地方每年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文明月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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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面临上级部门交代的移风易俗治理任务，定期开展相关文化传播活动，这些都属于 “运

动式”行动逻辑的范畴。 当然，从历史上的治理经验来看，应当辩证看待“运动式” 移风易俗

行动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影响。 这种治理模式借助国家力量的强势介入带来的“文明”
下乡，一般在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初期往往能够见到比较明显的移风易俗治理效果，但是一旦

治理之风吹过去，一些村庄社区依旧还是会回到老样子。 因而有学者进一步反思到，当前政

府主导的移风易俗行动是强制性变迁中的指导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化主体的内生动

力。 对于大多数被移风易俗对象而言，他们是被卷入移风易俗行动，成为文化变迁的被动接

受者 ［ ３０］ 。 这种行动逻辑，通常更加看重数据型、任务型等量化的考核指标，当行动结束后，移
风易俗的治理实践又会转化为当地乡民的“口头谈资” 和风俗记忆，但并不能真正改变他们

日常文明化的生活方式。
所谓“先易后难式”行动逻辑，是指大多数参与移风易俗的行动主体倾向于从礼俗生活或

者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在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实践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刻意避开一些难

以解决的风俗革新现实难题，选择那些相对容易入手且民众心理层面能够接受的习俗事象进

行变革。 例如，在整个移风易俗体系之中，殡葬改革和民俗信仰问题往往被看成一块难以化

解的“硬骨头” ，所以地方政府和村两委在面对土葬习俗改革、公墓制推行、民间信仰与封建

迷信等复杂问题时，往往更乐于选择大操大办、厚葬薄养、高价彩礼等相对容易治理的风俗事

象进行改良。 此外，还有一些乡村尝试将数字治理理念嵌入移风易俗行动实践，认为吸纳并

激发这些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可以帮助将数字治理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更好地融入乡村

社会内生的礼俗秩序 ［ ３１］ 。
在现代社会中，以往的移风易俗治理经验和治理实践表明，无论是 “运动式” 行动逻辑，

还是“先易后难式”行动逻辑，它们都是对村庄社区不良风俗习惯的改造性治理，可以被看作

促进乡村文明的重要手段。 贺雪峰认为，当前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流动、信息传播及国

家权力向农村的渗透，使得现代性因素全方位进入农村，并因此改变和重塑了农民的价值观，
改变和重建了农民行动的结构性条件 ［ ３２］ 。 进一步来说，在现代乡村生活中，随着新媒体传播

技术的更新和变化，文化传播方式也出现了较大变化，移风易俗参与文明新生活方式的变革，
不能忽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媒介手段的影响。 借助这种风俗治理的新路径，帮助地

方社会不断深化和丰富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进一步明确精神文明建设的运行机制。
在乡村自治层面上，移风易俗体现了乡村社会对现代化进程的反应逻辑。 对于村庄社区

而言，面向乡民开展移风易俗行动的实践过程，其实也是重塑乡村礼俗文化传统以及适应乡

村现代化的过程。 从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框架来看，或从设立一套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来看，我
们都不能否认，“现代”之所以要“化”才能实现，正表明它同传统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
这种差异在社会进程中也即为相当程度的差距，否则即没有“化”的必要 ［ ３３］ 。 乡民对于现代

化的风俗治理的理念认知状况，直接关系到移风易俗行动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效果。
一方面，人们习惯于从乡村文化的视角，借助文化中间人强化风俗治理的传统性；另一方面，
传统民俗治理资源的现代价值往往被融汇于所谓的风俗、节日、仪式、语汇等现代化治理视野

之中，其中就涉及乡村内部的现代化反应逻辑问题。
其一，移风易俗行动应当与乡村社会的发展现状相适应。 在城镇化的影响下，农村的空

壳化问题极其严重，这些空壳化既表现为产业空壳化，也表现为文化空洞化、人口老龄化和居

民非农化等现象。 这正是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碰到的现代化难题 ［ ３４］ 。 一方面，依托婚丧

嫁娶等方面的移风易俗实践，可以筛选出那些落后的、封建的、不符合村落社会发展需求的陈

规陋俗事象。 另一方面，把乡村传统的优秀风俗惯习予以保留、传承，有助于构建乡风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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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空间。 从乡村现代化的情感认同视角来审视，乡民并非排斥现代文明，而是期冀将

村落礼俗生活传统与移风易俗的现代文明建构逻辑有机融合，推动实现村庄风俗传统的稳定

性传承，进而强化普通乡民对于现代化的情感性认同。 因此，在此过程中要处理好风俗变迁、
移风易俗与农村社会发展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

其二，移风易俗行动应当与民众的日常生活需求相适应。 在萧放看来，风俗具有较强的

伦理品性、流动贯注的传习性与扩散性，虽然难于改变，但它还是能够移易的 ［ ３５］ 。 移风易俗

不仅是把那些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陋俗移除掉，关键还在于能不能建立起一种符合民

众生活需求的新习俗模式。 如果从民俗传承的具体方式来分析，移风易俗的良好运行机制是

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保障。 民俗传承一般包括口头传承、书面传承、身体传承、器物

传承等几种常见的形式，在这个系统之中，通过移风易俗可以将乡土文化资源链接到乡民的

日常文化生活需求中去，有助于破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难点问题。 例如，对于农村

社区常见的封建迷信、厚葬薄养、高价彩礼等传统陋习和不良风气，通过发挥民间社会组织的

自治力量，在红白喜事组织管理方面构建良好的微治理生态；面对乡村养老、教育、医疗等生

活难题，通过创新乡村志愿服务新模式，充分发挥传统乡村互助优势，建立乡村精神文明的长

效机制；通过提倡培养文明节俭的新生活方式，不断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抓住国家支持

村庄环境整治、厕所革命、农村道路建设等机遇，进一步提升农民群体的文明生活观念和公益

意识。 换言之，依托移风易俗行动，带来的不仅是民众文明生活方式的变革，更重要的是文明

新观念的变化，这些都有益于丰富精神文明建设的现代内涵。

四、拥抱现代文明：移风易俗行动逻辑的未来趋向

实际上，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家面向基层社会的移风易俗治理行动，就已经

呈现较为明显的文明化趋向。 移风易俗的重要行动目标之一是促进乡风文明，形成良风美

俗。 但在现实层面，通常会面临着不少实践难题。 近些年来，整个中国民俗的结构体系正在

经历着急剧的变化，引进、分化、融合，贯穿着民俗发展的全过程，新的现代化的民俗体系正在

逐步形成 ［ ３６］ 。 随着村庄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乡民的民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移风易俗

的行动逻辑出现了不少新变化。 对于现代文明理念的主动拥抱，则是未来这一行动逻辑的重

要发展趋向。
其一，现代文明理念与乡村风俗传统的互动。 乡村实现文明化的进程，往往并非自然的

进化过程，它需要借助外力和大量外部资源来推动，才有可能真正地促使村庄社区走向现代

文明。 从某种程度上看，移风易俗成为当下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之一，它不只是国家政

治性治理资源下沉至乡村社会的结果，也是乡村文明化进程的应然选择。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

实是，那种单纯依靠自下而上的移风易俗行动，在短时间内往往很难产生显著的治理效果。
实际上，如果需要更新乡村礼俗文化，乡民也习惯于通过借助国家和官方力量来推动移风易

俗。 因为从乡民的群体生活层面去变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无疑是困难重重的。 无

论是移风易俗，抑或是风俗治理，这种成风化俗的基层治理力量都会直接影响到新时期精神

文明建设的实际成效。 那么，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如何让农民群体就地过上现

代文明生活？ 可能其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在于，乡民对于自身乡土文化的情感性认同和自觉性

传承。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是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移风易俗被视为推进我国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借助移风易俗这种治理机制来重塑村庄社区的关系结构和价值观

念，并在此基础上有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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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现代城乡文化交流空间中的文明转化。 在福泽谕吉看来，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

精神的进步。 但是，人的安乐和精神进步是依靠人的智德而取得的。 因此，归根结底，文明可

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 ［ ３７］ 。 毫无疑问，从现代乡村文明的进程来审视，移风易俗的主要目标

是改良、更新与乡村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风俗习惯。 在这一过程中，它与现代文明强调的开

放、包容的社会发展形态不谋而合，通过一种积极性的乡村文化治理实践，更好地将乡村风俗

传统与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科学、文明、健康等）相契合。 此外，在现代乡村生活中，一些传

统的民俗文化资源不再局限于村落日常的生活传承空间，通过发挥移风易俗的人才资源优

势，能够把一些村落民俗文化资源带到城市中去，促进城乡之间的文化交流。 比如在乡村之

中保存着大量的民间艺术、手工艺等非遗项目，这些非遗传承人是乡土文化的重要传承者，他
们可以利用村落民俗文化资源的标志性符号，将这些非遗带入城市，走进社区，这也是传统民

俗文化资源在现代社会中彰显精神文明价值的重要体现。 乡民能够摒弃村庄社区的一些传

统陋俗，主动接纳各种文明新习俗，其实正是对现代文明观念的主动拥抱。 这种现代文明的

理念落地过程，为村庄内部持久性的移风易俗行动提供了充足保障。
城乡融合发展也意味着城乡空间关系的重构，使两个差异性的空间单元保持动态平衡。

国家提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这一重大议题，其关键在于如何有效打通城市与乡村之

间精神文明进行交流、互动的通道。 事实上，随着全球化、现代化不断推进，尽管城市与乡村

的文明生活逻辑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城市与农村的精神文明却始终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进一步来说，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与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价值理念是一种互为表里、互相支撑

的特殊结构关系，因为走向现代化的文明生活方式，不仅为移风易俗行动的实践提供了明确

的行动目标，移风易俗行动的实际成效也最终指向于现代文明。
总之，从国家层面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来看，主要是希望通过移风易俗的行动实践来推

动乡村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新生活方式，进而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正是受到国家总体

性治理策略和构建乡村现代文明的深层逻辑影响，我国各地乡村的移风易俗行动路径呈现明

显的异质性特征，针对这些不同的移风易俗行动对象，产生了多元的行动实践类型，从而形成

了差异化的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 当然，无论是国家策略性治理逻辑，抑或是地方政府的现

实性权衡逻辑，还是乡村的现代化反应逻辑，其实都只是乡村移风易俗行动的表层逻辑，透过

这些显性的行动实践逻辑框架，可以发现其背后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治理行动逻辑。 一方面，
它表现为对乡村风俗传统张力逻辑的考虑。 因为无论是国家对丧葬习俗中火葬、水葬等绿

色、科学、文明化葬俗的提倡，还是当下婚嫁习俗中对低价彩礼、婚事简办的大力倡导，它们固

然都符合精神文明的建设方向，但是其与村庄社区的风俗传统传承之间仍保留着较强的社会

张力，并且深刻影响着各地移风易俗行动的逻辑转化问题。 另一方面，它表现为国家总体性

治理的策略逻辑。 从国家面向基层社会的移风易俗治理逻辑来审视，无论是农业农村部等部

门大力倡导开展的农村移风易俗专项治理行动，还是具体到各地乡村的移风易俗治理行动实

践，他们通常会倾向于选择那些阻力相对较小、更容易入手的移风易俗事象开展前期工作，而
国家在推进移风易俗行动的过程中则秉持着总体性治理逻辑。

面向乡村社会的移风易俗与精神文明建设，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底色，
移风易俗是一个长期面向基层社会的文化治理实践过程。 在其阶段性治理目标中，指向于精

神文明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通常贯穿于对村庄既有风俗事象的适度改造或者彻底革新的文

明化进程之中。 国家之所以重视移风易俗行动，是因为这一总体行动逻辑背后还包括两个方

面的基本观念预设：一是移风易俗作为一种国家治理行动，首先要符合现代文明理念的发展

方向；二是移风易俗作为一种精神文明建设实践，还要契合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建构策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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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融入乡民的日常生活。 这种国家治理话语下移风易俗的行

动逻辑，既有历史性文化治理的逻辑支撑，也有现代性文明生活的逻辑保障。 那些涉及地方

层面和乡村层面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有些属于短期性的策略逻辑，有些则属于长期性的现

代文明演化逻辑，这些行动逻辑背后都共同指向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逻辑预设。 当然，文明本

身不应有高低之分，如果说未来我国各地的村庄社区通过持续性移风易俗行动逐步走向了现

代文明生活，那么这种文明景观可能并非以城市文明或者现代文明完全取代乡土文明，而是

应当在乡土文明的现代性交流互动和转化过程中彰显了精神文明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 １］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４４－ ４５．
［ ２］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 运 用 “ 千 村 示 范、万 村 整 治 ” 工 程 经 验 有 力 有 效 推 进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的 意 见

［Ｎ］ ．人民日报，２０２４－ ０２－ ０４（ ０１） ．
［ ３］李克明， 郭志宏 ．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重在移风易俗［ Ｊ］ ． 理论导刊， １９８９（ ８） ： ２７－ ２９．
［ ４］潘传辉， 刘倩梅 ． 新时代乡村移风易俗推进路径探析［ Ｊ］ ． 延边党校学报， ２０２３， ３９（ ３） ： ５７－ ６２．

［ ５］葛荃 ． 教化之道： 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化路径析论［ Ｊ］ ． 政治学研究， ２００８（ ５） ： ６４－ ７３．
［ ６］李建军， 段忠贤 ． 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特征与模式选择———以农村移风易俗为例 ［ Ｊ］ ． 云南社会科学，

２０２３（ １） ： １７０－ １７６．
［ ７］李永萍 ． 村庄公共性再造： 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福建省晋江市 Ｓ 村移风易俗的实证分析

［ Ｊ］ ．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１， ３８（ ３） ： ７２－ ８２．
［ ８］杨旭东 ．新时期农村移风易俗的历史观照与现实思考［ Ｊ］ ．中州学刊，２０１９（ １１） ：７８－ ８４．
［ ９］张勃 ． 风俗与善 治： 中 国 古 代 的 移 风 易 俗 思 想 ［ Ｊ］ ． 广 西 民 族 大 学 学 报 （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 ， ２０１５，

３７（ ５） ： ９８－ １０７．
［ １０］刘德龙 ．移风易俗之我见［ Ｊ］ ． 民俗研究， １９８８（ １） ： ３７－ ４８．

［ １１］贺少雅 ．乡村移风易俗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及其运行逻辑———以浙江诸暨市为个案 ［ Ｊ］ ． 民间文化论

坛， ２０２３（ １） ： ２５－ ３３．
［ １２］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Ｍ］ ．狄玉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１０９．

［ １３］王露璐 ．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 Ｊ］ ．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１（ １２） ： ８９－ １０９．
［ １４］赖德杰 ． “风俗” 略考［ Ｊ］ ．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０７， ９（ １） ： ３０－ ３１．

［ １５］朱宜初 ． 民族风俗与移风易俗［ Ｊ］ ． 思想战线， １９８５， １１（ ３） ： ７６－ ８２．
［ １６］曲彦斌 ． 论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民俗问题” ［ Ｊ］ ． 社会科学辑刊， ２００４（ ４） ： ５１－ ５５．

［ １７］ 张 兴 宇， 季 中 扬 ． “ 消 极 村 务 ” 背 景 下 新 乡 贤 参 与 村 治 的 逻 辑、方 式 及 意 义 ［ Ｊ］ ． 浙 江 社 会 科 学，
２０２０（ ２） ： ７４－ ８２．

［ １８］费孝通 ．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费孝通对现时代的思考［Ｍ］ ．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９：３４４．

［ １９］石惠文 ． 社会合 法 性 建 构：移 风 易 俗 与 制 度 适 应———以 闽 南 Ｄ 村 的 治 理 实 践 为 例 ［ Ｊ］ ． 天 府 新 论，
２０２２（ ５） ： １１３－ １２２．

［ ２０］李向振 ． 找 回 日 常 生 活： 当 代 民 俗 学 的 学 术 转 向 与 知 识 生 产 ［ Ｍ ］ ． 北 京：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２３：１７６．

［ ２１］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Ｍ］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２０－ １５７．

［ ２２］晏阳初 ．平民教育概论［Ｍ］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 ２３］伍野春， 阮荣 ． 民国时期的移风易俗［ Ｊ］ ． 民俗研究， ２０００（ ２） ： ５９－ ７０．

［ ２４］王颖 ． 建国初期毛泽东移风易俗的经验和启示［ Ｊ］ ． 现代哲学， ２０１３（ ６） ： ５９－ ６４．
［ ２５］中宣部、农业部关于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若干意见［ Ｊ］ ． 农村财务会计， １９９６

（ ２） ： ７－ １１．

０６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４ 卷



［ ２６］穆烜 ．生活方式的变革与民俗学的使命［ Ｊ］ ．东南文化，１９８７（ ３） ：１１３－ １１５．

［ ２７］陈寒非 ．风俗与法律：村规民约促进移风易俗的方式与逻辑［ Ｊ］ ．学术交流，２０１７（ ５） ：１０８－ １１７．

［ ２８］沈永昌 ．农村移风易俗和新农村建设———来自上海市郊农村的情况调查［ Ｊ］ ．上海农村经济，２００８（ ６） ：

２８－ ３１．

［ ２９］唐钱华 ．乡村文化振 兴 中 的 移 风 易 俗 主 题 与 政 府 角 色 转 换 ［ Ｊ］ ． 深 圳 大 学 学 报 （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 ） ，

２０１９，３６（ ６） ：１４－ ２２．

［ ３０］杨嵘均，喻包庆 ．数字治理嵌入乡村礼俗社会的可能路径及其调谐 ［ 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２３，２３（ ３） ：８４－ ９４．

［ ３１］贺雪 峰 ． 农 民 价 值 观 的 类 型 及 相 互 关 系———对 当 前 中 国 农 村 严 重 伦 理 危 机 的 讨 论 ［ Ｊ］ ． 开 放 时 代，

２００８（ ３） ：５１－ ５８．

［ ３２］翟学伟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Ｍ］ ．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７：１７３．

［ ３３］张翼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挑战及应对［ Ｊ］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１８（ ３） ：７５－ ８２

［ ３４］萧放 ．中国传统风俗观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 Ｊ］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 ６） ：３１－ ４０．

［ ３５］钟敬文 ． 民俗学概论［Ｍ］ ． ２ 版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３１．

［ ３６］福泽谕吉 ．文明论概略［Ｍ］ ．北京编译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３３．

［ ３７］文军，陈雪婧 ．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及其治理［ Ｊ］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

４０（ ３） ：１８－ ３３．

（责任编辑：李凌）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ｇｙ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ｉｔｓ ｐｈａｓ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ａｓ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ｏｒ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ｔ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ｕｂｒｉｃ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 ｌｉｆｅ． Ｉｔ
ｉ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Ｒｕｒ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６

第 ３ 期 张兴宇 　 精神文明建设视野下移风易俗的行动逻辑


